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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贻儒：双相障碍治疗应从对症走到个体化

记者：中国在双相障碍的研究和

治疗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方贻儒：主要进展有以下六方面：

第一，基于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提高

了社会对双相障碍的关注。《柳叶刀 -

精神病学》于 2019年发表的中国数据

显示，双相障碍的患病率约为 0.6%。虽

然远低于全球的流调水平，但现实数

据提升了社会对双相障碍的关注。第

二，公众、学界和临床医生对双相障碍

的知晓率、就诊率、治疗率逐渐提高，

社会对双相障碍的接受度也在提高。

第三，针对双相及相关障碍的研究项

目在增加，尤其临床研究项目激增。第

四，双相障碍防治指南以及专家共识

与时俱进地更新。第五，改变双相障碍

的对症治疗理念，逐步转向个体化治

疗。如今的双相障碍治疗主要针对每

位患者的情感发作症状群、有无共病、

个体特征等进行个体化组合治疗。第

六，针对双相障碍的治疗手段日趋丰

富，神经调控技术、数字医疗等受到重

视。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在探索更多

的非药物治疗手段，比如神经调控技

术，包括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等。

此外，目前兴起的数字医疗也得到了

很好的重视。

记者：在双相障碍的科研或临床

实践方面，有哪些具体领域需要更多

地关注或重视？

方贻儒：在科研方面，首先要基于

双相障碍的核心特征，多层面探究其

病因与发病机制。第二，构建切合双相

障碍特征的动物模型 / 细胞模型，有

助于了解双相障碍的机制以及开发相

应的治疗药物。第三，探索早期诊断的

临床征象与生物学标志。双相障碍往

往从发病到被确诊需要 6~8年甚至更

长，在临床发展为双相障碍之前，哪些

生物学标记物能够提示是双相障碍

的，应加强研究。第四，要继续努力研

发有效的心境稳定作用药物与其他治

疗手段。

在临床方面，首先要做的就是强

化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第二，重视

在临床症状群出现前的双相“信号”，

尤其是生物学标志的特异性改变，并

做好“抑郁发作”患者的优化治疗；第

三，利用科学进步，开发多模态评估的

早期诊断技术；第四，加快心境稳定作

用药物、细胞治疗、神经调控技术、数

字医疗研发，并促进临床转化；第五，

改变对症治疗理念，在规范化治疗基

础上做好双相障碍个体化治疗。

记者：相比国外，中国双相障碍的研

究和治疗管理还需在哪些方面提升？

方贻儒：我们目前在双相障碍的诊

治与管理方面和国外还存在一些差距。

首先，在研究方面，我们的学科交叉融

合不够，临床医生较少主导大型或系统

性研究，基础研究科学家往往是从症

状、微观层面探讨双相障碍的某些现

象。临床问题与基础研究脱节，造成各

唱各调，相关成果难以转化应用。

其次，治疗理念需要改变，治疗合理

性存疑，这是中国在双相障碍治疗管理

方面的短板。多数医生仍然采用“对症治

疗”方式，这对于双相障碍的疗效及预后

往往事与愿违。双相障碍被纳入重大慢

病管理，这体现了政府对于精神障碍患

者的关怀，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与回归社

会理念相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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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症治疗转为个体化治疗

记者：中国初级保健机构和大型医

院在双相障碍管理方面应该如何做？

方贻儒：我国初级保健机构（社区卫

生中心）多数只有全科医学学科，对于精

神障碍的认识有待提高，他们可能对于

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处理有一定了

解，但缺乏对于双相障碍这样复杂疾病

的诊疗能力，需要强化全科医师对于双

相障碍的识别能力并建立转诊机制。强

化培训，促进医疗诊治能力的“同质化”

提升尤其重要。

大型医疗机构临床医学各专科设置

齐全，但往往偏重于躯体疾病的细化（多

重亚专科化）诊疗，忽略了双相障碍等患

者的需求。即使设置了精神心理科的综

合医院，也往往在学科建设等方面受到

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困扰。双相障碍最

主要的临床问题是误诊漏诊率高、诊断

延迟，缺乏干预靶标，治疗理念需改变，

治疗手段需更新，而这方面是大型医疗

机构的责任与担当所在。

记者：目前中国精神卫生服务中存

在哪些未满足的需求或局限性？如何改

进薄弱环节？

方贻儒：从整体的精神健康来看，近

年来公众对精神健康某些方面的认知有

很大的改观和进步，但也有一些局限性。

第一，需要改变观念，强调精神心

理健康对于全民健康的重要性。精神

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同等重要，没有

好的精神心理健康，谈不上全民健康

的，这也是国家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

要理念。大家首先要减少病耻感，同时

要提高知晓率，及时就医，提高就诊率

和治疗率。

第二，在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与治

疗过程中存在诊治短板。我们有庞大的

患者群体就诊需求，但是精神医学专科

设置不够，社区、综合医院、三级精神专

科医院的医疗水平差异大，专科医师不

足，非专科医师培训不够，且现有治疗手

段的疗效也有限。

第三，患者治愈后回归学校和工作

岗位、恢复社会功能的需求与现有“处理

方式”之间存在“剪刀差”。

所以，我们还需要加大宣传，强化科

普，提高公众接纳程度；加强精神医学专

科临床体系建设，强调精神医学融入“大

医学”范畴，建议综合医院普遍设置精神

心理科，鼓励与躯体疾病患者同一区域

就诊；同时，加大力度促进治愈者回归社

会角色的各种举措的实施。

记者：《柳叶刀 -精神病学》发表了

《精神健康实施研究转型重大报告》。中

国的精神健康实施性研究面临的主要挑

战是什么？

方贻儒：中国的精神健康实施性研

究主要面临几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社会文化差异问题，精神疾病

污名化、病耻感仍然严重，许多人不愿寻

求治疗，阻碍了干预措施和实施策略落

实，也阻碍了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第

二，资源分布不均问题，尽管中国快速发

展，但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精神健康资源

有限，导致干预措施、研究成果难以全面

推广。第三，政策和监管环境问题，医疗

政策和法规可能会影响实施性研究的推

进，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监管环境中。

记者：那么，该如何做好实施性研

究，实现研究成果的有效应用？

方贻儒：我认为应从三方面入手。首

先要加强研究与实践的联系，注重基于循

证证据的干预；其次，要提升公众意识，减

少污名化；最后，要强化跨学科 /团队合

作，培养研究型临床医师。

未来，中国有潜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精神健康实施性研究的引领作用，特别是

通过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研究

体系推出全球精神健康议题，强化临床真

实世界实施性研究。中国在国际科研合作

中的角色需要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全

球学界建立更多合作和信任关系。

从羞于启齿到期盼完美回归

从各自为政到携手共进


